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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我们在这份报告中着重介绍和分析英国在监管庞大和复杂的金融市场中所积累的经验，希

望对于如何改革中国金融监管系统的讨论有所帮助。中国现行的监管体制形成于十多年前，在

此期间金融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如何监管日益增长的金融体系，从而达到公平，有效，自由

竞争的目标，同时促进实体经济增长、保持社会稳定，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课题。 

    历经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英国采取了具有“双峰”元素的监管结构，成立了审

慎监管（PRA）和行为监管（FCA）机构，也引入了一个宏观审慎监管机构，金融政策委员会 

(FPC)作为上级单位，还包括财政部及其“丛属”单位。由于审慎监管局和金融政策委员会都

隶属于英格兰银行，英国央行因此在金融监管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美国基于法规的监管

体系不同，英国的监管体系是基于风险与原则的，后者在金融体系不断变化的今天更具有灵活

性。而且各个参与监管的部门有清楚明确的政策目标，同时有一套有效的货币、财政和金融政

策制定主体间的协调机制。虽然英国监管机构的构建值得我们关注，但是英国模式更重要的元

素是这种基于风险和原则的监管风格。英国监管制度凭此独树一帜且切合实际、机动灵活、与

时具进。基于这些基本观察，我们对改革中国现行监管体制提出以下建议： 

1） 采用类似的以风险和原则为导向的、有中国特色的监管体系，并保持对新技术和新挑

战的机动灵活性; 及 

2） 利用现有的监管框架，通过设计更好的协调机制来实现对日益增长的金融体系的监管。 

此外，在报告中我们将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以确保如下三点： 

1） 实现根本的审慎目标;  

2） 保持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协调; 且  

3） 高质量增长的目标（而非不论代价的增长）。 

    针对第一点，我们建议新成立的国务院下属中国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FSDC）采用类似于

英国金融政策委员会（FPC）的授权与职责，但保留中国特色。具体地讲，其首要目标是加强

中国金融体系的抗压性，而次要目标是支持实体经济增长。它应该被赋予指导与建议的实质性

权力，包括订立和解释法规等方面。它同时能够设定监管范围，并指定经济中具有系统重要性



 

的机构。另外，在现实中有可能导致宏观经济不平衡和系统性风险增加的情况下，金融稳定发

展委员能够向非金融部门提出建议。对快速发展的转型性经济国家来讲，这项独特权力将使中

国的宏观审慎监管制度超离现有的监管模式，开创一种解决金融稳定的新途径。 

中国金融稳定发展委员应当建立一个着眼于系统性问题的研究部门来提高其识别、监控、

评估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它应该同中国人民银行一起承担协调所有监管机构之间的联系。所有

监管机关监管董事会应包含跨界会员。 

关于如何构建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我们建议由一名中央政治局常委领导，央行行长参与,

成员可以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主管汇率政策和金融稳定的副行长、以及新合并的银保监会、证监

会、财政部与外部成员。 

同时应该建立所有监管机构间的合作谅解备忘录，确立所有监管机构与中国人民银行总裁

级别官员的定时会议机制，以此确保沟通和协商渠道的持续畅通。 

    针对第二点，我们建议在三个层面上实施协调:  

1） 中国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应成为实行和检视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委员会

和中国证监会间协调的主要监管主体； 

2） 在实施新的政策法规和执行监管处罚时，应正式确立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

监督委员会、中国证监会的政策监管团组间的协调规则和机制； 

3） 设立一研究中心，协调中国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分析。 

    针对第三点，我们建议在平衡增长、创新和社会稳定这些层面上参考金融行为监管局

（FCA）的创新中心经验: 

1） 建立类似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创新中心的监管设施； 

2） 建立推动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的监管沙箱机制；  

3） 由研究中心协调，在中国人民银行和所有具有监管功能的委员会下创建一个市场研究

所；  

4） 积极地与国际监管机构和国际一流院校合作。  

    最后，我们建议中国监管者参考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的收费及收入模式。这可以帮助监管

机构与迅速增长的金融业界一起增强其预算自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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